
有关陈兰彬的既存研究， 资料方面除陈氏本人的著述外， 多据已经出版的文献选编和容闳 《西学东

渐记》， 对其他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似有所忽略； 且受容闳记述的影响， 对陈氏的所谓 “保守顽固” 多

有批评。 其实， 仅以 《申报》 为例， 其中便有值得发掘和利用的相关资料， 而容闳的记述或因个人之

见， 难免亦有某些失实之处。 本文试举有关陈氏的史实， 稍加补正和辨析。

一、 率首批幼童启程赴美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1872 年 5 月 17 日）， 总理衙门大臣奕 根据曾国藩、 李鸿章的奏请， 奏派

陈兰彬和容闳为出洋肄业局的正、 副委员， 率领首批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先期赴美落实幼童留学事宜，

陈兰彬则在上海准备幼童的启程赴美事宜。

幼童留美之举， 引起了上海报界的关注， 是年三月二十三日 （4 月 30 日） 在上海创刊的 《申报》

及时发表了评论和报道， 然这些评论及报道在有关陈兰彬及留美幼童的研究中却少见被人引用。 六月十

一日 （7 月 16 日）， 《申报》 以 《上海西学局学生赴美国》 为题公布了首批 30 名幼童的姓名、 年龄和籍

贯， 可能这是最早向社会公布的幼童名单， 惟名单中个别幼童的姓名用字及年龄与学者常引用的 《徐愚

斋自叙年谱》 所载名单[1]（P104-106） 略有出入。 再与 1924 年温秉忠 （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 所编的 《最先留

美同学录》 [2] （P13-14） 核对， 则 《申报》 公布的名单除陆永泉误为陆承泉、 张康仁误为张康西外， 其余都较

《徐愚斋自叙年谱》 更为准确。 名单有差异处比较如下：

《徐愚斋自叙年谱》 《申报》 《最先留美同学录》

钟俊成 钟进成 钟进成

陆永泉 陆承泉 陆永泉

谭耀勋 十一岁 谭耀勋 十三岁 谭耀勋 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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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绍基 十四岁 蔡绍基 十三岁 蔡绍基 十三岁

张仁康 张康西 张康仁

陈钜溶 陈钜镛 陈钜镛

《申报》 所刊该文还称： “上海西学局于二马路之南积善里之北， 系曾文正公奏准设局， 其学生赴美

国学习语文字及各艺， 定于今年委员前往。” “以上入选先赴之三十人， 其路费皆由局给， 又以数千金

为之制衣， 其第二起往者， 拟明年即遴选再往， 从此源源而往， 中国之聪颖子弟可兼尽西人之长矣。”

这里涉及负责幼童留学事务驻上海机构的名称问题。 据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1872 年 2 月 27
日） 曾国藩奏折， 驻上海机构名为 “幼童出洋肄业沪局”， 其关防之文为 “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

关防”， [3] （P158） 亦有简称为 “上海出洋局” 者。 《申报》 则称之 “上海西学局”， 这可能是沪局在民间的另

一名称。 在幼童正式出发前一周， 即是年七月初二日 （8 月 5 日）， 《申报》 又发表 《拟西学生赴美国肄

业事宜议》 一文， 称赞留学之举道： “其用意至为深远， 其立法至为精详， 诚亘古以来所未有之盛举

也！” 同时也指出第一批留学幼童以 14 岁者为多， 年龄略为偏大； 计划留学 15 年， 年限似显过长。 建

议今后多选派 8-11 岁的幼童， 并将留学年限缩短为 10 年。 对留学幼童赴美国后学习如何安排， 经费如

何节省也提出了建议， 反映了时人对幼童留美一事的极大关注。 因此文少有人引用， 故全文照录如下：

上海西学局之设由节相曾文正公创议奏准， 妥酌章程， 其用意至为深远， 其立法至为精详， 诚

亘古以来所未有之盛举也。 兹先行出洋者计幼童三十名， 前录已详其姓名、 籍贯矣。 今定于七月中

旬将登轮舶前往， 庶几童而习之， 自当能竭尽西人之能事矣。 特其章程中略有数端， 尚宜酙酌者，

请以愚瞽之见， 为诸君子陈之：

一则幼童年岁尚宜再取其小也。 查此次出洋之学生， 以十四岁者为最多， 至十岁、 十一岁者绝

无仅有焉。 迨习学至十五年之久， 则该生等年已三十矣。 其中知识大开， 功力必将小减， 断不能如

舞勺舞象之时， 心专神全也。 故议凡选幼童， 必以八九岁起， 至十一岁为止， 但使华字既识有数

千， 不妨兼通其义理， 居处既能知自便， 可以无藉于提携， 则虽年幼无知， 实属精神完固， 智虑专

一， 声音改变， 字画描书， 童而习之， 最□为力， 使教者有事半功倍之乐， 学者亦无进锐退速之

虞。 若至十三四岁时， 即转瞬已将弱冠， 鲜有能用志不纷者矣。

一则肄业日期尚嫌其稍过于久也。 查拟定章程， 出洋学习者， 必以十五年为期， 期满而艺成

者， 方能作归计焉。 夫历时十五年之久， 小者壮， 壮者老矣。 天运已故， 人事屡迁， 而此诸生者，

独亘绝重洋， 羁留异地， 久而不归， 不将渐忘夫中土哉。 今鄙意拟以十年为期， 使出洋十龄内之幼

童， 尽此天真未凿之天， 以尽得夫奥妙不传之秘。 迨学成东归， 则仅弱冠耳， 既可留余有用之光

阴， 以佐怀柔之治， 又不至习惯外洋之风俗， 至忘父母之邦， 此亦宜预为顾虑者。

至于已抵美国之后， 吾不知其将租一大宅以为学堂， 俾诸幼童环处于中而严为督课之乎？ 抑将

散布诸幼童于西国学堂之中， 俾之华童与洋童互相盘桓， 互相琢磨乎？ 孟子有之曰： “有楚大夫于

此， 欲其子之齐语也， 则使齐人傅诸？ 使楚人傅诸？ 曰： 使一齐人傅之。 众楚人咻之， 虽日挞而求

其齐也， 不可得也。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 虽日挞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 诚能于西国学堂中，

每岁分拨幼童或五名或四名， 附塾习业， 则相处既有伴侣， 为学时可无寡闻孤陋之讥； 相从可共嬉

游， 得暇时又无习闻土音之失。 从此精求深究， 不将尽得其所长而又易于为力哉？

抑予又闻之， 美国中繁富奢丽， 凡住宅之赁费， 饮食之厚资。 中朝度支之糜耗于其中者颇钜，

夫亦萧然繁费矣哉。 以英京伦敦较之， 则屋产之价既廉， 食物之价亦小， 历年较算， 奢俭判然。 盖

居处饮食之间， 一则凡物尽昂其值， 一则凡物无不便宜， 从俗从宜， 必有能辨之者矣。 留心经国

者， 何弗互相比较， 而得其省俭繁费之故哉。 谓予不信， 请还叩之西人。

陈兰彬率领 30 名幼童， 从上海港乘轮船， 经日本， 前往美国， 随行的还有翻译曾来顺 （恒忠）、 中

文教习叶源濬 （绪东）、 容增祥 （元甫）， 另有仆役若干名。 关于正式启程的日期， 有关论著均记载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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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1872 年 8 月 11 日）， 实际上这一天可能仅是陈兰彬一行登上轮船、 整装待发的

时间， 而轮船驶离上海港口的准确时间是在第二天的早晨。 一月余后， 八月十四日 （9 月 16 日）， 《申

报》 刊有 《出洋官生到金山电信》 的报道， 记载了陈兰彬一行的具体行程， 为其他资料所未言， 报道全

文如下 （阳历时间为笔者所注）：

出洋肄业官生于七月初九 （8 月 12 日） 早， 搭轮船由沪起程。 十一日 （14 日） 到长崎， 十四

日 （17 日） 到大坂， 十七日 （20 日） 到横滨。 沿途各埠款洽甚为周挚。 后转过金山轮船， 十九日

（22 日） 下午十二点钟启行。 兹于八月十二日 （9 月 14 日） 早得接电报说， 各生已于八月初十日

（9 月 12 日） 七点钟安抵美国金山埠。 一路风恬浪静， 俱无晕吐， 足见福星载道云云。 计期十三日

（15 日） 附搭火轮车， 六天可抵牛雅格 （按： 纽约）， 从此陆路安稳。 更可无虞矣。

这是根据陈兰彬一行拍回的电报而进行的及时报道， 应该说较其他资料的记载更为可信。

二、 容闳眼中的 “保守顽固” 形象

在容闳眼里， 陈兰彬是一位观念落后、 思想保守的官僚， 他不仅强调幼童遵守中国传统礼教， 尤其

是推荐吴嘉善 （子登） 接任委员， 压制幼童们的 “西化” 倾向， 且被吴氏说动， 奏请裁撤出洋肄业局，

导致留学计划的中止。 容闳在 《西学东渐记》 中记述说， 陈兰彬推荐吴嘉善， “可知陈亦极顽固之旧学

派， 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矣”。 陈兰彬为幼童随寄宿美国家庭祈祷， 或游戏运动、 改穿西装，

常与幼童发生冲突， 容闳居间调停， 或为幼童辩护， 陈氏怀疑容闳 “偏袒学生， 不无怏怏。 虽未至形诸

词色， 而芥蒂之见， 固所不免。 盖陈之为人， 当未至美国以前， 足迹不出国门一步。 故于揣度物情， 评

衡事理， 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 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 即其毕生所见所闻， 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

下， 习于服从性质， 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 “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 感情极恶。 即彼身所

曾任之监督职务， 亦久存厌恶之心。 推彼意想， 必以为其一己所受纯洁无瑕之中国教育， 自经来美与外

国教育接触， 亦几为其所污染。 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 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 [4] （P136-137）

因 《西学东渐记》 在中外流传甚广， 影响颇大， 陈兰彬的 “保守顽固” 形象遂成 “定论”。 其实，

容闳称吴嘉善为陈兰彬所推荐便不尽符合事实。 据李鸿章光绪七年致总理衙门函称， 吴氏正是容闳本人

推荐的， “继之者吴子登编修， 乃莼甫所推荐， 而荔秋所奏调者也”。 [3] （P178） 海外研究留美幼童的专家高宗

鲁先生亦指出， 容闳对陈兰彬的批评， “已显示个人恩怨而意气用事”， 故所言不尽为实。 据高先生的分

析， 容闳最敬佩者为曾国藩， 称 “文正一生之政绩、 忠心、 人格， 皆远过于侪辈。 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

（Mt.Everest， 按： 即珠穆朗玛峰）， 独耸于喜马拉耶峰之上。” [4] （P128） 而曾国藩推荐陈兰彬担任出洋肄业局

正委员且对之有甚高评价： “以曾相之识人， 陈兰彬虽保守顽固， 但绝非等闲之辈。” “因为容闳之中英

文 《自传》 在中外流传极广， 而论及幼童赴美， 似全系容闳一人之功， 实系论史者忽视了陈兰彬， 这位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之贡献！” [5] （P184） 高先生所论不无见地， 惟仍以为陈兰彬 “保守顽固”， 或可商榷。

曾国藩称赞陈兰彬道： “该员实心孤诣， 智深勇沉， 历练既久， 敛抑才气， 而精悍坚卓， 不避险艰，

具有任重志远之志。” “将来肄业西洋各事， 必能实力讲求， 悉心规划。” [6]（P7133-7134） 并强调其堪当重任：

“挑选幼童出洋肄业， 固属中华创始之举， 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所有携带幼童委员， 联络中外， 事体重

大， 拟之古人出使绝域， 虽时地不同， 而以数万里之遥， 需之二十年之久， 非坚忍耐劳、 志趣卓越者，

不足以膺是选。 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 夙抱伟志， 以用世自命， 挹其容貌则粥粥

若无能， 绝不矜才使气， 与之讨论时事， 皆能洞烛几微， 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 [3] （P157）

容闳亦称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 “凡法律、 算学、 天文、 机器等等专门家， 无不毕集， 几于举全

国人才之精华， 汇集于此。” [4] （P110） 曾国藩于众多人才中推荐陈兰彬担任此 “中华创始之举” 的重任， 正

是看中了陈兰彬的品行、 志向、 见识和才干。 实际上， 容闳虽然说陈兰彬 “于世途之经验甚浅”， “胆怯

而乏责任心”， 但亦承认陈氏 “其为人持躬谦抑， 平易近人， 品行亦端正无邪”。 [4] （P126） 留美幼童留存的书

信及回忆中， 对吴嘉善多有指责， 但绝少有对陈兰彬的批评。 据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温秉忠 19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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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 幼童们刚到美国时， 因身着长袍马褂， 头结辫子， 被美国人称为 “中国的女孩子” 而颇感尴尬，

于是 “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 [5] （P79） 所谓 “呈准” 想亦包括得到了陈兰彬的同意。

当然， 丁日昌、 曾国藩之所以推荐陈兰彬出任正委员， 还有两个因素的考量， 一是减少来自守旧官

僚对派遣幼童赴美的阻力。 据容闳记述说： “丁抚之荐陈， 盖有深意， 尝谓余： ‘君所主张， 与中国旧学

说显然反对。 时政府又甚守旧， 以个人身当其冲， 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 或竟事败于垂成。 故欲利用陈

之翰林资格， 得旧学派人共事， 可以稍杀阻力也。’ 予闻丁抚此议， 极佩其思虑周密。” [4] （P126） 二是加强对

幼童传统礼教和中学的教育。 曾国藩在推荐陈、 容二人为正副委员的奏折中就强调说： “由沪局委员查

考中学、 西学， 分别教导， 将来出洋后， 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 课以孝经、 小学、 五经及国朝律例等

书， 随资高下， 循序渐进。 每遇房、 虚、 昴、 星等日， 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 示以尊君亲

上之义， 庶不至囿于异学。” [3] （P158） 陈兰彬所强调的亦是幼童在学好 “外国工夫” 的同时也要学好汉文和

中国礼仪， 留存下来的注有幼童唐绍仪名字的 “留学局谕告”， 则可以反映陈氏的这一考量。 谕告说：

“但要思出洋本意， 是令尔等学外国工夫， 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 是以工夫要上等学习， 规矩要不可

变更。 若尔等不上等学习， 将来考试， 岂能争先胜人？ 若任意将规矩变更， 将来到家， 如何处群和众？

尔等既在外国学馆， 功夫有洋师指授， 不虑开悟无方。 惟到局时候甚少， 规矩日久生疏， 深恐渐濡莫

抛。 是以谕示尔等， 要将前后思量， 立定主义。 究竟在外国日少， 居中国日长。 莫待彼时改变不来， 后

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 更会融会贯通， 方为有用。” [7] （P430-431）

若不以 “后见之明” 论事， 而以 “了解之同情” 视之， 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 自然是培养为己所用

的人才， 希望幼童学成归来为本国效力。 幼童计划在美肄业近 15 年， 若不 “兼讲中学”， 授以礼仪， 确

有被 “西化” 的可能； 不仅清政府的初衷无法实现， 即使学成归国， 其个人恐亦难以适应国内环境，

“究竟在外国日少， 居中国日长”， “将来到家， 如何处群和众？” 这决非无故担忧。 ① 加强幼童的汉文教

育亦无可厚非。 正如幼童温秉忠回忆说， 出国前在上海预备学校内， 学校监督 “强迫大家读写中文”，

“必需精念细读， 强迫背诵古书”， 甚至采取严格的体罚， “但多少年后， 幼童们仍然怀念他”， “在幼童

归国后， 都能致用不误”。 [5] （P76） 至于 “留学局谕告” 所说的 “洋文汉文， 更会融会贯通， 方为有用” 一

语亦可谓至理名言， 凡下功夫学过外语者， 当不难有所体会， 何况至今的留美学生中， 英文尚可而中文

糟糕者亦不少见。 幼童在美国一方面确实受到了美国文化的较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在

他们身上留下深刻烙印。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1874 年 12 月 10 日）， 《申报》 以 《出洋幼童在美

国近状》 为题报道了陈兰彬考察幼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②

中国星使前经奉命往古巴查看华佣实在景况， 闻曾路过美国到出洋幼童所肄业之处， 据称各幼

童学习西文优劣虽未能一致， 而其中已有大进境者， 不但语言能声入心通， 即西文之不甚深奥者亦

可解识矣。 又曰各幼童分寓于美国人家内， 而美人无不交口称赞， 谓其有温顺谨勤之品格， 以故皆

爱之如己出。 中国所遣去之华师， 每照时收归总局考究， 使俟半月以轮读华文也。 又闻各童于半月

轮读华文之后， 发回至所分居各西人家无不忻然而去之， 于以知美人相待之优， 抑或总局内所授教

者其督责固为较严欤。

光绪七年 （1881 年）， 幼童奉诏回国之际， 曾与幼童朝夕相处的美国教师、 监护人和友人， 由耶鲁

大学波特校长执笔， 致函总理衙门， 对幼童在美国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① 以今日所见而言， 笔者多位留学后定居美国的朋友， 出国时曾携年幼儿女同往， 十年学成之后， 本人虽然愿意

归国效力， 也曾一度携儿女回国工作， 惟因儿女语言、 习惯和观念已经完全 “美国化”， 无法适应国内的环境， 甚至日

常生活和人际交往都大成问题， 最后不得不再度重返美国。 在晚清中美资讯交流更为困难的情况下， “美国化” 的幼童

归国后无法适应国内环境的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
② 从 《申报》 报道的时间来看， 似为陈兰彬自美国回北京汇报调查古巴华工详情前夕对幼童的考察， 陈氏到达北

京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参见本文第三节 “调查古巴华工被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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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 自抵美以来， 人人能善用其光阴， 以研究学术。 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

步， 成绩极佳。 即文字、 品行、 技术、 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 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

论其道德， 尤无一人无优美高尚。 其礼貌之周至， 持躬之谦抑， 尤为外人所乐道。 职是之故， 贵国

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 或赴乡村游历， 所至之处， 咸受美人之欢迎， 而引为良友。 凡此诸生言行之

尽善尽美， 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 足为贵国增荣誉也。 盖诸生年虽幼稚， 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

之一举一动， 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 故能谨言慎行， 过于成人。 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

遂亦收良好之效果。 美国少数无识之人， 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 至此逐渐消灭。 而美国国人对

华之感情， 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4] （P142-143）

值得注意的是， 令美国友人深受感动且尤为乐道、 从而消除了对中国人的偏见的， 恰恰不是幼童崇

尚个性、 自由、 平等的 “美国化” 言行， 而是幼童 “温顺谨勤”、 “礼貌之周至， 持躬之谦抑” 的 “中国

化” 品格。 在美国友人看来， 幼童具有的这些品格 “实不愧大国国民之代表”， 或许这正是中国传统文

化和礼仪熏陶之结果。 而幼童的这些品格又恰与陈兰彬 “为人持躬谦抑， 平易近人， 品行亦端正无邪”

（容闳语）， “容貌则粥粥若无能， 绝不矜才使气， 与之讨论时事， 皆能洞烛几微， 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

（曾国藩语） 十分相似， 或许正是得益于陈兰彬的 “言传身教”。 看来， 对陈兰彬重视幼童的汉文和中国

礼仪的教育， 似不宜简单地视为思想 “保守顽固”， 而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予以重新审视。

三、 调查古巴华工被虐情形

同治五年 （1866 年）， 总理衙门与英法驻华公使议定招募华工章程。 同治十一年 （1872 年）， 西班

牙 （当时称日斯巴尼亚） 提出援引章程在广州等处招募华工至其殖民地古巴。 总理衙门批准后， 旋获悉

古巴有虐待华工情形， 遂照会西班牙驻华公使， 要求其停止在华招工。 西公使则极力否认有虐待华工之

事， 并以补偿该国在华招工的商人损失为由索赔 30 万银元。 经英、 法、 美、 俄、 德五国驻华公使调停，

双方同意派员前往古巴调查。 总理衙门遂于同治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1873 年 9 月 21 日） 奏派陈兰彬与

江汉海关税务司英国人马福臣、 天津海关税务司法国人吴秉文前往古巴调查华工被虐待情形。 [8] （P547-549）

容闳言及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华工一事时曾说： “予之与陈共事， 无论外交方面， 教育方面， 意见

咸相左。 予今试略举一事， 一八七三年政府派陈赴古巴调查华工情形， 陈奉命不敢遽往， 迟至三月后乃

首途。 且于未行之先， 先遣他人为之试探。 所遣者为叶绪东及一教员， 并有美国律师及通译各一人。 迨

诸人调查既竣， 事事完备， 陈乃至古巴略一周旋， 即返美呈报销差矣。 凡冒炎暑任艰巨之事， 皆叶绪东

一人当之， 陈兰彬特坐享其成耳。” [4] （P139） 揆诸史实， 此恐亦属 “个人恩怨而意气用事” 之言。

陈兰彬一行赴古巴调查后， 于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1874 年 10 月 20 日） 正式向总理衙门详细

呈报了调查经过和结果：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74 年 2 月 12 日）， 吴秉文来到美国。 同治十

三年正月初三日 （1874 年 2 月 19 日） 与陈兰彬一道启程， 二十九日 （3 月 17 日） 抵达古巴夏湾拿城

（今译哈瓦那）， 二月初二日 （3 月 19 日） 会见了古巴当局的官员及各国领事。 陈兰彬、 吴秉文会同先

期到达的马福成， 从二月初三日 （3 月 20 日） 至三月十七日 （5 月 2 日）， 巡视了华工集中的古巴各个

城镇， 除沿途随时查访外， 连日查看各处工所、 卖人行、 制糖厂和官方监狱， 亲自讯问华工， 详细了解

被虐情况。 “所见华工等大抵受苦之人， 所闻大抵诉苦之语， 司员及税司等皆共见共闻”， 共收集 “口

供” （证词） 1176 份和 1665 人签名的 “口禀帖” （诉状） 85 份。 陈兰彬等人呈报道：

司员兰彬同税司福成、 秉文等面加讯问， 据各华工供禀， 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居十之八， 船上

数月打伤、 自尽、 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 迨装到夏湾拿发卖为奴， 其买在人家铺店者无几， 业经受

虐。 至卖入糖竂者， 人数较众， 尤为凌虐不堪， 其工夫过重， 其饮食过薄， 其作工时刻过多， 其被

棍撞、 鞭拷、 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 递年各处打死、 伤死、 缢死、 刎死、 服毒死、 投水死、 投糖

锅死者累累不绝。 现时折本、 坏脚、 瞎目、 烂头、 落牙、 缺耳、 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 凌

虐实迹人所共见。 况工满合同年限之后， 工主多不给满工凭据， 仍勒令再作数年或十数年， 依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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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受虐， 倘不肯允， 即送工所锁押修路， 并无工银， 与官监人犯一律， 务使华工必由工所出雇与商

人， 立新合同， 俟其满日复送工所， 如此者至再至三， 各华工不但不得回国， 并不得自行觅工。 且

自咸丰十一年二月后来者概不发满工执照， 人人可以拘拿， 即旧有执照之华工， 无论在途在室， 巡

役等随时搜验， 常被将执照收毁， 送入工所， 受虐更属无穷。 窃计自正月二十九日到古巴， 至三月

二十三日出港， 所见华工等大抵受苦之人， 所闻大抵诉苦之语， 司员及税司等皆共见共闻。 [8] （P579-581）

陈兰彬一行调查结束后， 于三月二十三日 （5 月 8 日） 离开古巴， 前往美国， 将调查具体内容、 受

虐华工证词、 诉状节录以及所译西班牙国古巴华工章程等汇集成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 二册、 《古巴华

工呈词节录》 一册、 《古巴华工口供汇录》 一册， 共 14 万余字， ① 随调查经过的呈报一道递交总理衙

门， 为清政府拒绝西班牙政府的无理要求并救助古巴华工提供了有力证据。 可见陈兰彬等人调查的态度

之认真， 收集的证据之详尽， 绝非容闳所说的 “乃至古巴略一周旋， 即返美呈报销差矣” 所能做到的。

总理衙门亦奏称： “有此详细供词以为依据， 或可杜彼族之狡辩， 而开华工一线之生机。” [8] （P916）

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十一月， 陈兰彬回到北京， 随同总理衙门大臣等， “与各国驻京使臣议论华

工在洋情形， 深资佐证”。 经总理衙门 “拟定章程各条大意， 总须将现住古巴之华工， 分别陆续送回，

以后再往古巴之华工， 与各国洋人住彼处者一律保护， 不得再有凌虐情事”。 [8] （P914）

光绪三年十月十三日 （1877 年 11 月 17 日）， 总理衙门与西班牙使臣伊巴里订立 《古巴华工条款》

十六款[8] （P921-926） （光绪四年十一月两国正式批准换约）， 其中第六款规定， 清政府即派总领事驻古巴夏湾

拿， 此外所有西班牙准各国派驻领事官员之地方， 中国亦可一律派员驻扎， “妥为保护在彼本国之民”。

光绪五年 （1879 年） 九月， ② 陈兰彬奏请在古巴设立总领事， 称： “窃臣等奉命出使日斯巴尼亚国，

该国有古巴属岛， 距其国都约二万三千里有奇。 同治十三年春间， 臣亲往查看， 见有华工六万余人， 在

彼佣作苦工， 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该国商订优待华民条约第十六款， 与去年冬互换在案。 臣到日国

应即遵照办理， 设立领事等官前往驻扎以资保护。 现查所带随员户部候补主事刘亮沅， 练达持重， 堪以

派充总领事， 理合恭折具陈。” [9]（P20） 清政府遂派遣刘亮沅 （湘浦） 为驻古巴总领事， 陈善言 （蔼廷） 为驻

夏湾拿领事。 于是， “古巴自中国设官以来， 华人均享自主之利， 非复仍前苛虐”。 [10] （P147） 陈兰彬调查古

巴华工被虐情形及奏请设立总领事可谓功不可没。

古巴华工亦未能忘怀陈兰彬为其争取权益、 伸张正义之举。 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一日 （1881 年 9 月 4
日）， 《申报》 所刊 《古巴领事德政》 一文记述了自陈兰彬当年在古巴调查时， “亲往问供， 拔之水火而

登之袵席者不知凡几， 此中人无不额手交庆”。 调查之后， 清政府开始关注古巴华工的生存状况， 设领

事以维护其权益。 陈兰彬 “知人善任”， 所荐领事为争取华工权益， 与古巴当局反复驳辩， 订立章程，

“尚属平允”， 使 “华佣之困， 为之一苏”。 此文亦未见有人引用， 故照录如下：

陈荔秋都宪出使外洋， 为驻扎美、 秘、 日三国钦使。 古巴属于西班牙国， 华人前往佣工者实

繁， 有徒为土人所虐待苛遇， 役使如犬马， 几至暗无天日。 前日曾经都宪亲往问供， 拔之水火而登

之袵席者不知凡几， 此中人无不额手交庆。 今次特命刘湘浦主政为总领事、 陈蔼廷司马为正领事，

二君皆材干明察， 器量深远， 不惮烦琐， 一切躬亲， 革积弊， 创良规， 旅民深受其惠， 于以服都宪

之知人善任焉。

按古巴一岛， 天气炎酷， 瘴疫流行， 百物腾贵， 且人心不古， 久已奴视华人。 我国所设领事各

①收入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1 辑， 第 581-759 页。 该书还收录有 《古巴华工口供选补》， 选自 《古

巴华工口供册》 共 9 万多字 （见该书第 760-879 页）， 为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 所未录。
②据 《清德宗实录》 卷 100 记载， 陈氏于光绪五年九月庚辰 （1879 年 10 月 24 日） “奏派设总领事等官驻扎日国古

巴岛” （见 《清实录》 第 53 册，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494 页）；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 （中华书局， 1985 年， 第 87 页）
将刘亮沅出任驻古巴总领事的时间定为光绪五年七月， 恐不确， 因其出任时间不可能早于陈氏之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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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又属创局， 公事烦难， 摒挡殊非易易， 所幸现在古总督不致太远于人情， 所有苛虐华人旧例， 一

经驳辩， 尚能次第蠲除。

查华人到此， 率皆立约做工八年之后， 应由工主给以满身凭单， 然后可领行街纸， 必有行街纸

方能另觅雇主， 来往自由。 无如各工主多不给发凭单， 以致满工之人竟有苦捱十数年未能暂脱火坑

者。 总领事等知其所挟， 遂按例每人均给行街纸， 不以工主之凭单为据， 使其挟制之权不夺而自

落。 故去年请领者四万余人， 约有六七成早经满工而未得出身者， 今一旦得以来往自由， 另谋生

计， 不啻黍谷回春。 彼例凡未满工者， 每月每人例得工银四元， 若已满工者， 每月可得三四十元、

五六十元不等， 固相去悬殊矣。 又因是岛向有官工所之设， 专以刻待工人者， 浑如黑暗狱中不见天

日久矣， 星使荔宪曾于华佣口供内详叙之。

刘、 陈二君到后， 力与古巴总督驳辩， 几及周岁， 始克成议。 现将官工所一律裁撤， 新定章程

五款， 尚属平允， 华佣之困， 为之一苏。 今将总领事所出告示， 刊登如左， 以□大略：

大清国驻日国总领事府户部主政加三级刘为晓谕事。 照得本岛官工所所拘禁华人各案， 曾经本

总领事先后行文古巴总督□□， 拟照条约办理在案。 兹于本月十六日接准古巴总督照复， 开列议定

各款并请本署颁发华文告示， 通谕合岛华人知悉等因， 前来本总领事准此。 为此译录督署来文， 示

谕合岛华人知悉， 即便一体遵照。 尔等如有未领行街纸者， 限于本年八月十一日， 即外国九月十五

号以前， 当到署请领， 以免违例受罚， 各宜凛遵， 毋违特示。 今将督署来文译录如左：

古巴总督为照复事。 本署接贵总领事三月二十号并八月十号来文， 请将各处官工所拘禁之华人

按照条约第十四款一律释放等因， 业经本总督与本司及议政局妥为定议， 现已悉照贵总领事所议办

理， 谨此照复， 并请贵总领事颁发华文告示， 通谕合岛华人知悉。 兹将议定各款开列于后。 ①

……

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二十一号复照， 光绪六年七月十八日告示。 录循环日报

通过以上史实的补正及辨析， 或许可以说明， 陈兰彬研究不论从资料的发掘还是研究的深入都还有

所作为。 当然， 更需要我们转换既有的 “新旧不两立” 的思维模式， 不以 “后见之明” 苛求于前人， 努

力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言： “与立说之古人， 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11]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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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rketing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if considering the market as a structural network which consists of
connected purchasers, our cognition and views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marketing mix management
（MMM） and relationship marketing （(RM） will change as long as the shift of paradigm-self occur.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the concept of networked-market emphasizes distinctly on the effect of externalities, which
includes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one purchaser, and will influence what connected others in the same
networked-market.

Motivation of Expanding, the Tendency of Legitimacy and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Song Tiebo and Chen Guoqing 55

With a method of documentary studies, the author construct an analysis framework consisted of 3 sections,
expanding motivation of the firm’s regional diversity, the tendency of legitimacy and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A firm with the motivation of asset-exploitation will have a tendency of internal legitimacy, then, the expansion
will through the entry mode of starting up; but a firm with the motivation of asset-seeking will have a tendency
of external legitimacy, and the expansion will happen through the motivation of asset-seeking.

Evolution, Paradox, and Overcoming: on China’s Modal of Low-cost Development
Wang Ning 63

The pattern of low cost development in China refers to the way of development with low cost spent on the
labor force,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welfare, the secure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onsumer goods, and the
polluting environment from both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perspectives. Its essence lies in both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reducing their necessary costs related to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earning
extra profit of economic growth. Its embryonic form, namely, the low cost of labor force, can date back to the
period of the plan economy. I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re, however, broadened since the reform initiated at
the end of 1978. While it has brought about spectacular economic achievements, it also has resulted in many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has run into developmental pligh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upgrading China’s industr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of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t
is necessary for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surpass the pattern of low cost development, and adopting the
strategies of coordinating and empower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Social Politics, a Study Taken Guangzhou’s
Politics of Rural Social Pension Welfare as Its Case

Guo Xiaocong and Li Hongtao 74
The executing of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policy is a complicated system, which will include several bodies. It

is impossible to demand them to obey single order.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client deputy
have increased the social cost for the model of single-core policy execution, account for the demands from citi -
zens are of unfixed and uniformed.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depend on the efforts of single body.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s a consistent form constructing mutual confidence, carrying out
cooperation, and acquiring bi-achievement in the course of ‘co-game’ by executing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o decrease social cos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rouse and maintain their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by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urge them organize the execution of social policy by themselves. And then, they can
decrease social cost by attending the cooperation actively. Therefore, it is realistic to embody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mprove the execution effects of this social policy, if we impart them an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Complements and Distinction about Chen Lanbin
Xie Fang 96

The paper corrects some historical facts of Chen Lanbin’s activities of leading the first group of Chinese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ose of his investigation alleged as abuses against Chinese laborers
in Cuba. It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so -called ‘ conservative and stubborn’ image of Chen Lanbin, and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great potential room for exploring materials and relevant study of Chen Lanbin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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